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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贫困结构变化
与社会救助改革应对研究

杨立雄

［摘　要］进入２１世纪，北京市贫困结构正发生显著变化，绝对贫困有所减轻，相对贫困增加；收
入贫困减少，支出贫困凸显；工作年龄段贫困人口减少，边缘人群增加。贫困结构的变化给北京市社

会救助带来影响，包括：最低生活保障标准逐年提高，但是救助对象人数持续下滑；政府救助方式单

一与贫困家庭需求多样化的矛盾越来越突出；因病致贫成为家庭贫困主因，刚性支出导致低收入家庭

陷入困境。基于贫困形态的变化，北京市应建立基本生活保障制度，建立分层救助圈，建立支出型贫

困家庭生活救助制度和个案帮扶制度。目前，全国贫困结构正在转型，即将进入相对贫困时代，北京

市社会救助改革建议对全国社会救助改革具有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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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　言

早在几千年前，中国就提出了 “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理念，并探索建立了以救灾

为主的社会救助项目，形成了基于救助的社会保障制度。①但是，因当时贫困具有普遍性和绝对

性，社会救助对象局限于鳏寡孤独废疾者及少数贫困者；到了近代，社会救助责任逐步向国家转

移，“全民救济”观念开始树立，但济贫对象被限定于极窄范围。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基

于 “生产自救＋特殊群体救济”原则，政府将救助对象局限于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无法
定扶养人的贫弱者及因遭受严重自然灾害而陷入生活困境的人群。

改革开放以后，农村贫困有所缓解，而城镇因为经济体制改革而出现 “新贫困”，③传统社会

救济制度显得无能为力，社会问题日渐累积。１９９７年，国务院发布通知，要求在全国建立城市
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１０年后，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全面建立起来。最低生活保障制
度得以迅速推开并取得良好的社会效应，其根本原因在于这一制度适应了当时城镇贫困结构的变

化。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城镇贫困呈现以下特征：以绝对贫困为主，少数贫困者的生存较为艰难，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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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同时，收入差距正在拉大，相对贫困开始显现；失去收入来源或收入减少成为贫困主要致因，

但支出型贫困开始显现；贫困人口以下岗、失业人员为主，老年、儿童等特殊群体未受到更多关

注。基于当时的贫困结构，最低生活保障采取淡化身份、扩大对象、保障最低生存条件等方式，

缓解了城市困难群体的生活困难问题，化解了社会矛盾，降低了社会冲突。

进入２１世纪以后，北京经济持续增长，居民生活水平快速提升，人均ＧＤＰ长期居全国前三
位，达到ＯＥＣＤ成员国家平均水平；社会发展水平领先于其他省市，部分指标基本超过ＯＥＣＤ国
家平均水平。④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和居民收入水平迅速提高，北京市贫困形态正在发生转型。然

而学术界对于北京市贫困问题的研究集中于贫困空间的分布、⑤贫困人口⑥尤其是特定群体生存状

况、⑦贫困致因⑧等主题，对于北京市贫困结构的变化以及对社会救助造成的影响还没有引起足够

的关注。为此，本文分析北京市贫困形态的变化以及这种变化对社会救助产生的影响，并提出北

京市社会救助改革建议。⑨中国即将进入相对贫困进代，研究北京市贫困结构的变化及社会救助

的应对建议对全国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二、北京市贫困结构正在发生的变化

进入新世纪，北京市经济高速增长，居民收入水平快速提高，贫困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

（一）北京市贫困形态的变化

《２０１８年北京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情况》显示，按常住人口计算，２０１８年北京市人
均地区生产总值达到１４万元，排在全国第一位；按购买力平价 （１美元 ＝３５６４６３７人民币）计
算达到３９２７５美元，在３６个ＯＥＣＤ国家中排在第１８位，稍低于 ＯＥＣＤ国家平均水平 （３９５８１美
元），稍高于１９个欧盟国家的平均水平；⑩２０１８年北京市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６２３６１元，瑏瑡是全国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２２倍；２０１７年北京市城乡恩格尔系数分别为１９８％、２４７％，基本达
到发达国家水平瑏瑢。目前，北京市 “吃不饱”“穿不暖”等无法满足最基本生活需求的绝对贫困

人口极少，城乡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逐年下降，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呈现快速增长的趋势。２０１７
年，北京市２０％低收入户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年均增速为９７％，高于全市居民收入增速０８
个百分点。但是，由于收入分配结构不合理，在居民收入不断增长的情况下，低收入群体与中高

收入群体的绝对收入差距仍然较高。２０１０～２０１４年，城市居民中２０％高低收入户人均可支配收
入之比分为：３９３∶１、４２１∶１、４０３∶１、３８８∶１和３６７∶１。瑏瑣

北京是全国经济最为活跃的地区之一，收入型贫困大幅下降。北京市城镇失业率长期维持在

１５％以下，瑏瑤低于国内其他省市的水平，也低于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２０１８年北京市全口径城镇
就业单位人员平均工资为９４，２５８元，瑏瑥月均７，８５５元，工资水平处于全国前列；２０１９年，北京
市最低工资达到每小时不低于１２６４元、每月不低于２２００元瑏瑦。北京市建立了较为完善的现金补

贴项目且保障水平较高，低收入家庭的收入来源多样。但是，随着北京市房价的快速上涨，城镇

家庭住户的居住支出占居民现金消费支出的比例逐年上升，瑏瑧挤占了贫困家庭的基本生活支出，

甚至使这些家庭陷入生活困境。另外，尽管政府不断提高卫生支出比例，个人自付比快速下降，

但家庭医疗保健绝对支出仍在快速增长，在重大特疾病面前许多家庭陷入绝对贫困状态。同时由

于医疗保险严控药品目录、诊疗项目目录和医疗服务设施标准，全面推进支付方式改革，个人医

疗自负额仍将持续增加，贫困户和中低收入家庭因病致贫和因病返贫风险持续上升。

（二）北京市贫困人口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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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北京市居民收入分配和人口结构的变化，部分特殊困难群众规模呈现明显增加的态势。

北京市生活救助信息系统的数据显示，２００８～２０１６年， “两劳”释放人员占困难人口比重从

０９５％上升到５２６％，特殊困难群体从 ０８１％上升到 ２２％，困难企业职工从 ００２％上升到
１５４％；有在职人员的家庭比重逐年下降，无在职人员家庭所占比重逐年增加。２００８年，有在
职人员的困难家庭比重为４２３３％，而到２０１７年这一比重下降至３４２３％；相反，无在职人员家
庭比重由２００８年的５７６７％增至２０１７年的６５７７％。２０１７年，城市最低生活保障人群中无就业
条件的人群所占比例超过最低生活保障总人数的四分之一。

随着北京市人口老龄化的加剧，贫困老年人占比逐年提高。北京市生活救助信息系统的数据

显示，２００８～２０１７年，北京市困难人口的平均年龄和中位年龄分别从 ３８６７岁、４１岁上升到
４６１９岁、４９岁；城乡困难群众中０－１４岁人口所占比重逐年下降，１５－５９岁的劳动年龄人口
比重缓慢下降，但６０岁及以上老年人所占比重则呈现快速增长趋势。２０１７年，北京市最低生活
保障对象中老年人的比例超过２０％，超出全国平均水平５个百分点以上。２０００～２０１５年，北京
市老年人绝对贫困发生率从１４１％降至７８％，相对贫困发生率从３６１％降至１９８％，但是因为
老龄化的加速和老年人口数量的快速增加，老年贫困人数呈现增长趋势。其中：绝对贫困人数增

加了２５万人，相对贫困人数增加了６０５万人。瑏瑨

受上述因素的影响，北京市正在形成 “贫困内核”（即主要由老弱病残、深度贫困人口等组

成），贫困人口的脱贫能力下降。考察受助人员的受教育程度，２００８～２０１７年，城乡最低生活保
障对象中，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者所占比重由２４７９％上升到３０６２％，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者
占由４８１６％下降到４５８１％，高中、中专或技校类占比从２０９６％下降到１８９１％，大学及以上
占比从６０９％下降到４６５％。处于就业状态 （包括正式就业、弹性就业、社区就业及自谋职业

等）的困难群众比重稳中有降，劳动年龄段困难群众中未就业比例超过６０％。从职业状况看，
无职业者所占比重呈现明显上升趋势。

三、北京市社会救助面临的挑战

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北京市改革传统的社会救济制度，形成了较为完善且保障标准处于全国
前列的现代社会救助制度。然而，随着贫困结构的变化，基于市场经济建立初期的贫困结构而建

立的社会救助制度面临新挑战。

（一）最低生活保障人数持续下滑

２０１８年第四季度，北京市最低生活保障受助人数不到１１万人，受助率不足０８％ （见表１），
不到全国平均受助率的１／４。瑏瑩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在最低生活保障理念以解决绝对贫困为目
标，虽然最低生活保障逐步提升，但是低于社会平均收入的增速。随着贫困结构从绝对贫困转向

相对贫困，过低的最低生活保障标准阻碍了新贫困人口的进入。为衡量最低生活保障标准高低，

在此引入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食品替代率和消费替代率两个指标，前者是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低
收入家庭的平均食品支出，后者是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低收入家庭的平均消费支出。瑐瑠分析发现，
１９９６～２０１５年北京市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食品替代率多数年份维持在１２０％左右 （其中２０００年
达到最高值１４０％），而消费替代率则长期维持在５０％左右。瑐瑡这表明，北京市最低生活保障标准
仍然只能维持基本食物支出，而不能维持基本消费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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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北京市最低生活保障发展趋势 （２００８～２０１８年）瑐瑢

年份

农村 城镇

最低生活

保障标准

最低生活

保障人数

最低生活

保障标准

最低生活

保障人数

元／月 人 元／月 人

户籍人口 受助率 全国受助率

万人 ％ ％

２００８年 ２１２ ７８７６６ ３９０ １４５２８３ １２２９９ １８２ ５

２００９年 ２３８ ７９８２４ ４１０ １４７６０９ １２４５８ １８３ ５３２

２０１０年 ２７０ ７６９７９ ４２９ １３７０６３ １２５７８ １７ ５６１

２０１１年 ３８３ ７０１３０ ５００ １１７３０１ １２７７９ １４７ ５６３

２０１２年 ４２７ ６３０３７ ５２０ １０９８４２ １２９７５ １３３ ５５３

２０１３年 ５２２ ５９５８３ ５８０ １０３６８１ １３１６３ １２４ ５４８

２０１４年 ６３２ ５１３２４ ６５０ ８９１３４ １３３３４ １０５ ５１８

２０１５年 ７１０ ４８８４９ ７１０ ８４９６７ １３４５２ ０９９ ４８

２０１６年 ８００ ４６７７９ ８００ ８１８５１ １３６２９ ０９４ ４３９

２０１７年 ９００ ４４２３８ ９００ ７８３３３ １３５９２ ０９ ３８２

２０１８年 １０００ ３７６９１ １０００ ６７３２５ １３５９２ ０７７ ３２６

　　说明：２０１８年北京市户籍人口数据未查到，故采用了２０１７年的数据。

为减缓最低生活保障对象人数和受助率持续下滑的趋势，从２０１９年开始，北京市提高社会
救助家庭拥有应急之用的货币财产总额，降低救助门槛。但这一措施效果非常有限，因为它并没

有触及理念的改变。从制度设计看，最低生活保障解决的是绝对贫困，在绝对贫困迅速减少、相

对贫困开始凸显的地区，必然导致符合条件的家庭减少。而且，最低生活保障仅以收入为标准，

未对家庭成员的年龄结构、劳动能力、残疾程度、身体状态等进行区分，难以将更多的贫困边缘

群体纳入最低生活保障之中，因而 “扩面”效果不明显。

（二）救助手段单一难以满足多样化需求

人的需要因生活水平、社会习惯、个体差异等因素存在差异，但长期以来，公众只能被动接

受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在社会救助领域，政府设计了有限的社会救助 “菜单”，符合条件者只

能在有限的 “菜单”里选择，而救助手段更为单一，以发放现金为主。这种方式越来越难以满

足困难群众日益多样化的救助需求。

北京市生活救助和各专项救助待遇水平均已处于全国前列，困难群众的居住生活条件持续改

善，对最低生活保障的需求持续下降，与此同时，贫困老年家庭和残疾人家庭服务型帮扶需求显

著增加。从服务需求看，困难家庭对托老服务、养老护理及社区长期护理服务等的需求持续

增大。

在收入逐年提高，基本生存得到满足的背景下，北京市低收入家庭的医疗问题开始凸显。北

京市生活救助系统显示，超过８５％的低收入者身体状态为健康或良好，但劳动年龄人口中具有

劳动能力的仅占５２３％，有近１９％的低收入群体生活不能完全自理。患有慢性疾病或严重慢性
疾病的比重为１４３％，超过１０％的人口为各类残疾人。其中，肢体、智力、精神、视力和听力

残疾者占低收入群体者的比例分别为４２４％、２４７％、２２６％、７９％和３９％。同时，困难群
众中健康状况为良好的比重逐年下降，患有慢性疾病或严重慢性疾病者占低收入家庭的比重逐年

上升。这些群体健康状况不佳，生活自理能力较差，陷入生活困境和持久性贫困的风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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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适应贫困结构变化，改革社会救助制度

１９９６年，北京市正式实施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至今已运行２３年。在此期间，北京市居民收
入增加了７倍以上，居民生活水平达到发达国家的中下水平，贫困结构从绝对贫困向相对贫困转
变，从收入型贫困为主转向支出型贫困为主，贫困人口以下岗失业为主向老弱病残为主转变。贫

困结构的变化要求社会救助制度做出相应改变。

（一）适应贫困结构变化，树立社会救助新理念

北京市的贫困结构已发生变化，社会救助也从缓解绝对贫困到关注相对贫困。而这种转变的

一个重要手段是改变社会救助标准的计算方式。社会救助标准的计算不仅是一个技术问题，更是

一个哲学层面的问题，它与贫困理念完全相关。瑐瑣若把贫困理解成绝对含义，建立价格调整机制，

保持最低生活保障标准购买力不变即可；若把贫困理解成相对含义，则要建立收入调整机制，提

高最低生活保障标准购买力。早期，贫困线的计算多基于绝对贫困理念，以人的最低热量支出或

最低生活必需品为基准计算而得，得到的贫困线标准只解决 “饱肚子”的问题，难以保障有尊

严的生活。我国建立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最初目标也在于此，计算方法多遵循绝对标准，其调整

也多以价格调整为主，目的在于保持实际购买力不下降，并未改变其绝对贫困线的性质。随着时

代的发展和生活方式的变化，绝对贫困的内容也有所改变。北京市现有的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已达

到ＯＥＣＤ国家水平，贫困结构发生较大变化，社会救助应与此相适应。亟需改革绝对贫困标准计
算方法，采取相对贫困标准的计算方法；进一步改革收入型贫困救助制度，建立支出型贫困救助

制度；将社会救助对象扩展到中低收入家庭，将社会救助内容从现金和实物形式扩展到服务。

在相对贫困理念指导下，社会救助不应只停留于 “济贫”，还要达到 “脱困”的目标，树立

共享理念。从英国１６０１年颁布的 《济贫法》到现代西方国家实施的 “积极福利”可以看出西方

国家在贫困应对理念上的转变———从消极救济到积极援助和成果共享。在 “救济”理念下，政

府在实施社会救助呈现被动性 （即政府只有在贫困人员有可能威胁社会稳定或为实现统治目的

时才会给予一定救助）、零散性 （即仅有保障基本生存需要的一些项目）、恩赐性 （被救助者接

受来自政府的救济被视为政府给予社会成员的一种恩惠）和 “应急性”。而在共享理念下，社会

救助制度表现出项目完备 （几乎涵盖社会成员生、老、病、死整个生命周期）、待遇水平高 （保

障贫困人员过上社会公认的体面生活）、公民权 （即贫困人员从社会获得援助是一项基本权利）

等特征。北京市自建立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以来，城乡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按照维持城乡当地低

收入居民基本生活所必需的衣、食、住费用，并适当考虑水电燃煤 （燃气）费用以及未成年人

的义务教育费用来确定。在此定位下，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只能覆盖到 “三无”人员和一些

特别困难群体。社会救助作为收入再分配的重要手段，只有树立共享理念，才能较大幅度地提升

贫困家庭保障力度，扩大受助人群。

在相对贫困理念指导下，社会救助手段也应从单一的现金救助向帮扶转型。与传统救济和救

助相比，帮扶不仅包含对困难群众摆脱生存和生活危机的单向转移支付和服务提供，还包含促进

困难群众实现自我发展的赋能举措。相比于现行社会救助，帮扶的内涵更深，外延更广。帮扶主

体中政府是当然责任者，市场力量和社会力量是政府的有益补充和不可或缺的合作伙伴；帮扶内

容体现在生活、生产、社会参与及权益保障等方面；帮扶方法有资金支持、购买服务、风险分担

及能力提升等；帮扶管理则包括困难群众识别、帮扶资金筹集与分配、帮扶效果评估及帮扶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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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环节 （见表２）。帮扶效果则通过救助帮扶供需匹配机制实现。

表２　困难群众帮扶机制

帮扶主体 帮扶内容 帮扶措施 帮扶管理

１政府部门
２社会组织
３市场力量

１生活帮扶
２生产帮扶
３社会参与
４权益保障

１资金支持
２服务提供
３实物救助

１对象识别
２需求评估与资源链接
３监督评估

（二）改革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建立基本生活保障制度

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在于保障基本生存，保障标准较低，保障范围较为狭窄。根据北京市经济

社会发展形势和贫困结构的变化，可以建立基本生活保障制度。基本生活保障制度主要基于最低

生活保障和特困人员供养两项制度而建立，同时将受灾人员救助和临时救助中的生活救助内容合

并到基本生活保护制度之中。同时，改革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中的 “补差”方式 （即根据家庭平

均收入与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差距发放最低生活保障金，差多少补多少），实行按等级发放基本

生活保障标准；改革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中保障标准与资格标准合二为一的做法，将收入资格门槛

与待遇标准分离 （见表３）。基本生活保障制度体现两个原则，即：儿童优先和强弱有别。建立
基本生活保障制度，降低特定群体和特定家庭结构的资格标准，扩展受助范围，有利于优先保障

儿童的受助权，并对老年人、残疾人等弱势群体加以特殊保护。（见表３）。

表３　基本生活保障制度结构分类

家庭分类 家庭结构 收入资格门槛 待遇标准

一类家庭 不区分家庭结构 贫困标准
一档 （最高档，有劳动能

力成员×８０％）

二类家庭

１６岁以下婴幼儿及孕产妇
２部分失能／轻度残疾
３单亲家庭
４慢性病患者

贫困标准×１２５％
二档 （一档 ×７５％，有劳
动能力成员×６０％）

三类家庭
１完全失能／重度残疾／一户多残
２重特大疾病患者

贫困标准×１５０％
三档 （一档 ×５０％，有劳
动能力成员×４０％）

（三）进一步完善社会救助制度，拓展帮扶方式

济贫、助困、救急难一直是中国社会救助的主要功能，并基于此建立了三个层次的社会救助

体系，形成基于救助的社会保障体系特征。基于上述三个功能，将社会救助适当划分为三个层次

（见表４）。在完善以本市户籍贫困人口为主的社会救助制度的过程中，要逐步向常住人口及流动
人口扩展。其中，户籍人口困难群众是受助主体，非户籍常住人口中的困难群众享有除最低生活

保障待遇之外的专项救助帮扶，常住人口之外的居民和外籍来京人口在京陷入生活困境时享有临

时救助和特定帮扶待遇。当然，需要协调户籍人口与非户籍人口间的利益格局、统筹人口疏解与

社会治理、社会福利水平提升之间的关系，构建具有包容性的社会救助体系。

为应对北京市贫困结构的变化和困难群众多元化需求，还应改革社会救助帮扶方式，实施社

会救助个案帮扶制度，包括制定 《北京市困难群众个案服务指南》，规范个案选择流程、个案评

估方法、个案分级标准、个案服务内容、个案服务过程等；明确社会救助个案管理机构和服务人

员职责，制定监督考核办法，提升个案管理质量；加大社会救助政府购买服务力度，引入社工机

构、专业社会工作者，提供个性化、多元化精准救助服务；充分发挥社会工作者在精准施救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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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和 “三社联动”在困难群众帮扶工作中的作用，建立政府、市场、社会的良好合作关系。

表４　按功能区分的社会救助圈

功能 政策目标 保障人群 资格审查 社会救助项目 覆盖范围

济贫 缓解长期贫困 长期绝对贫困者 贫困调查 基本生活保护 户籍人口

助困 摆脱发展困境 相对贫困者 一般家计调查

住房救助

教育救助

医疗救助

就业救助

常住人口

救急难 解一时之危难 遭灾、临时困难者 生存状态
灾害救助

临时救助
所有人口

自 《社会救助暂行办法》实施以来，北京市社会救助体系不断健全，保障水平逐年提高，

社会安全网得到夯实。但是，现行社会救助以解决收入贫困为主，而对于支出而导致的贫困缺少

关注。为此，建立支出型贫困家庭生活救助制度成为完善社会救助制度的一个重要措施。结合北

京市的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不仅要加大医疗支出和教育支出的支持力度，还应将育婴托幼支出和

康复护理支出纳入到支出型贫困家庭生活救助之中。

五、结　语

北京市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多数指标达到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贫困结构已从绝对贫困转向

相对贫困，从收入贫困为主转向支出贫困为主，从劳动年龄段贫困人口为主向老弱病残人员集

中，由此对社会救助带来了一系列挑战。基于贫困结构的变化和对社会救助带来的挑战，北京市

应改革社会救助制度，建立基本生活保护制度，进一步完善社会救助制度。

目前全国贫困结构正在逐步转型，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农村绝对贫困程度得到

极大缓解，相对贫困问题开始受到关注。２０００年的农村绝对贫困标准为８６５元，农村贫困人口
达到９４２２万人，贫困发生率为１０２％；２０１０年的农村绝对贫困标准为１２７４元，农村贫困人口
减少到２６８８万人，贫困发生率下降到２８％。瑐瑤２０１１年，大幅度提高农村扶贫标准，农村绝对贫
困人口达到１６６亿人，贫困发生率为１７２％，此后每年脱贫人数超过１０００万人，瑐瑥到２０２０年
底，除２０００多万绝对贫困人口由社会救助进行兜底保障外，其他贫困人口即将全部脱离绝对贫
困状态，农村贫困形态即将进入相对贫困时代。在城镇，随着２１世纪初开始的经济高速增长，
失业问题得到缓解，登记失业率长期维持在４％以下，绝对贫困人口下降。２００９年，城镇最低生
活保障人数２３４５６万，随后逐年下降，到２０１９年第三季度已下降至８８３５万人。瑐瑦但是，在绝对
贫困人数下降的同时，中国贫困形态出现新的趋势，主要表现为：在医疗支出快速增长、房价快

速上涨的背景下，医疗费用支出和住房支出给家庭造成的负担在加重，支出型贫困问题开始凸

显，因病致贫成为贫困的主因；瑐瑧贫困向特定人群集中，残疾人、老年人、儿童等人群占贫困人

口的比例逐步上升；瑐瑨户籍人口贫困发生率下降，贫困程度大幅度缓解，而流动贫困人口的社会

保护进展缓慢，甚至贫困程度有所加深。全国贫困结构的变化给社会救助造成了挑战，最低生活

保障人数持续减少，医疗救助人数和费用快速增长，以户籍为壁垒的社会救助长期将流动人口排

除在外。如何建立与相对贫困相适应的社会救助制度是社会救助部门面临的一个紧迫任务。北京

市的社会救助改革方案可以给全国社会救助改革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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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ａｐｉｔａａｎｄ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ＯＥＣＤ数据库门户网站，ｈｔ
ｔｐｓ：／／ｓｔａｔｓｏｅｃｄｏｒｇ／Ｉｎｄｅｘａｓｐｘ？ＤａｔａＳｅｔＣｏｄｅ＝ＰＤＢ

＿ＬＶ。

瑏瑡数据来源于北京市统计局，２０１９年，《２０１８年北京

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北京市统计局 国

家统 计 局 北 京 调 查 总 队 官 方 网 站，ｈｔｔｐ：／／

ｔｊｊｂｅｉｊｉｎｇｇｏｖｃｎ／ｔｊｓｊ／ｔｊｇｂ／ｎｄｇｂ／２０１９０３／ｔ２０１９０３１９ ＿
４１８９８０ｈｔｍｌ。

瑏瑢数据来源于首都之窗，２０１８年，《“数说北京改革开
放四十周年”新闻发布会》，北京市人民政府官方网

站，ｈｔｔｐ：／／ｗｗｗｂｅｉｊｉｎｇｇｏｖｃｎ／ｓｈｉｐｉｎ／ｓｚｆｘｗｆｂｈ／１６１７１．
ｈｔｍｌ。

瑏瑣数据来源于北京市统计局 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
队，２０１５年，《２０１４年我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同比增长８９％》，北京市统计局 国家统计局北京调
查总队官方网站，ｈｔｔｐ：／／ｔｊｊｂｅｉｊｉｎｇｇｏｖｃｎ／ｔｊｓｊ／ｓｊｊｄ／

２０１５１１／ｔ２０１５１１２３＿３２１０９９ｈｔｍｌ；２０１４年， 《２０１３年
我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１０６％》，北

京市统计局 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官方网站，ｈｔ
ｔｐ：／／ｔｊｊｂｅｉｊｉｎｇｇｏｖｃｎ／ｚｘｆｂ／２０１６０１／ｔ２０１６０１２９ ＿

３３５２４０ｈｔｍｌ；２０１３年， 《１－１２月我市城镇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１０８％》，北京市统计局 国家统

计 局 北 京 调 查 总 队 官 方 网 站， ｈｔｔｐ：／／
ｔｊｊｂｅｉｊｉｎｇｇｏｖｃｎ／ｚｘｆｂ／２０１６０１／ｔ２０１６０１２９＿３３５０５５．ｈｔ

ｍｌ；２０１２年，《１－１２月我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同比增长１３２％》，北京市统计局 国家统计局北京

调查总队官方网站，ｈｔｔｐ：／／ｔｊｊｂｅｉｊｉｎｇｇｏｖｃｎ／ｔｊｓｊ／
ｓｊｊｄ／２０１５１１／ｔ２０１５１１２３＿３２０５１７ｈｔｍｌ；２０１１年， 《１－

１２月我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８７％》，
北京市统计局 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官方网站，

ｈｔｔｐ：／／ｔｊｊｂｅｉｊｉｎｇｇｏｖｃｎ／ｔｊｓｊ／ｓｊｊｄ／２０１５１１／ｔ２０１５１１２３＿
３２０３１５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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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瑏瑤数据来源于北京市统计局， 《北京市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统计公报 （１９９９～２０１８年）》，北京市统计局
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官方网 站，ｈｔｔｐ：／／
ｔｊｊｂｅｉｊｉｎｇｇｏｖｃｎ／ｔｊｓｊ／ｔｊｇｂ／ｎｄｇｂ／ｉｎｄｅｘｈｔｍｌ。

瑏瑥数据来源于王天淇，２０１９年，《２０１８年北京全口径
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９４２５８元》，北京日报客
户 端，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３６０ｋｕａｉｃｏｍ／ｐｃ／９８ｂ６６７ｅｆ３８ａ１７２
ｄｅａ？ｃｏｔａ＝４＆ｋｕａｉ＿ｓｏ＝１＆ｔｊ＿ｕｒｌ＝ｓｏ＿ｒｅｃ＆ｓｉｇｎ＝３６０
＿５７ｃ３ｂｂｄ１＆ｒｅｆｅｒ＿ｓｃｅｎｅ＝ｓｏ＿１。

瑏瑦数据来源于北京日报客户端，２０１９年， 《北京市

２０１９年最低工资标准上调至２２００元 失业保险金每档
上 调 １７０ 元 》， 北 晚 新 视 觉， ｈｔｔｐｓ：／／
ｗｗｗｔａｋｅｆｏｔｏｃｎ／ｖｉｅｗｎｅｗｓ－１７８２４１９ｈｔｍｌ。

瑏瑧２００９－２０１７年，北京市城镇居民现金支出中居住支
出占比从７２％上升到９７％；２０１７年，北京市城镇
居民消费总支出居住支出４０３４６３元，其中居住支出
达到１３３４７４元，占总消费支出的比例达到三分之
（３３０８％）。数据来源： 《中国２０１７年分地区城镇居
民消费支出统计 （一）》，摘编自 国家统计局住户调

查办公室：《中国住户调查年鉴２０１８》，北京：中国统
计出版社，２０１８年。

瑏瑨黄国桂、陈功：《北京老年贫困状况的变化趋势及
对策研究》，北京：《北京社会科学》，２０１７年第５期，
第９０～９８页。

瑏瑩数据来源于民政部，２０１８年，《２０１８年４季度各省
社会服务统计数据》，民政部门户网站，ｈｔｔｐ：／／
ｗｗｗｍｃａｇｏｖｃｎ／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ｊ／ｔｊｊｂ／ｓｊｓｊ／２０１８／２０１８１２０１３０１
２２０ｈｔｍｌ。

瑐瑠杨立雄：《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适度性研究：消费
的视角》，厦门： 《中国经济问题》，２０１２年第５期，
第５２～６１页。

瑐瑡受助率＝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受助人数／户籍人口总
数１００％。其中，北京市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受助人
数及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数据来源于民政部， 《统计季

报 省 级 数 据》，民 政 部 门 户 网 站，ｈｔｔｐ：／／
ｗｗｗｍｃａｇｏｖｃｎ／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ｊ／ｔｊｊｂ／ｓｊｓｊ／；北京市户籍人口
数据来源于 《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 （２００９～２０１８
年）》，全国数据为省级数据加总。

瑐瑢北京市城市和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历年数据来源
于 民政部，民政数据－统计季报－低保标准，民政部
官方 网 站，ｈｔｔｐ：／／ｗｗｗ．ｍｃａ．ｇｏｖ．ｃｎ／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ｊ／
ｔｊｊｂ／ｂｚｂｚ／？３；北京市城市和农村最低生活保障人数
历年数据来源于 民政部，民政数据－统计季报－省级
数据，民政部官方网站，ｈｔｔｐ：／／ｗｗｗ．ｍｃａ．ｇｏｖ．

ｃｎ／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ｊ／ｔｊｊｂ／ｓｊｓｊ／；北京市历年户籍人口数据来源
于 《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 （国家统计局人口和

就业统计司 编，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２０１８年）
第五部分－全国户籍统计人口数据。

瑐瑣杨立雄、胡姝：《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调整
机制研究》，北京：《中国软科学》，

２０１０年第９期，第３３～４６页。

瑐瑤数据来源于国务院新闻办公室，２０１１年，《中国农
村扶贫开发的新进展白皮书》，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官

方网站，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ｃｉｏｇｏｖｃｎ／ｖｉｄｅｏ／ｇｘｂｂ／３４０５３／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１４６２３６８／１４６２３６８ｈｔｍ。

瑐瑥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２０１５年，《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农村贫困人口减少 ７亿》，新华网，ｈｔｔｐ：／／
ｗｗｗ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ｃｏｍ／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２０１５－１０／１６／ｃ＿１１１６８４
８６４５ｈｔｍ。

瑐瑦数据来源于民政部，２００９年，《２００９年民政事业发
展 统 计 公 报》，民 政 部 官 方 网 站，ｈｔｔｐ：／／
ｗｗｗｍｃａｇｏｖｃｎ／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ｊ／ｔｊｇｂ／２０１９０３／２０１９０３０
００１５９１５ｓｈｔｍｌ；２０１９年，《２０１９年第三季度民政部季
度 公 报 》， 民 政 部 官 方 网 站， ｈｔｔｐ：／／
ｗｗｗｍｃａｇｏｖｃｎ／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ｊ／ｔｊｊｂ／ｑｇｓｊ／２０１９／２０１９１１０５１０
０６ｈｔｍｌ。

瑐瑧２０１８年，农村贫困家庭中超过４０％属于因病致贫、
因病返贫。数据来源于国家卫健委，２０１８年，《解决
因病致贫因病返贫问题 打赢健康脱贫攻坚战》，人民

网 －人民健康网，ｈｔｔｐ：／／ｈｅａｌｔｈｐｅｏｐｌｅｃｏｍｃｎ／ｎ１／
２０１８／０４２５／ｃ１４７３９－２９９４９７３９ｈｔｍｌ。

瑐瑨据测算，２０１５年我国农村儿童贫困发生率高达
７１％，高出同期农村人口贫困１４％，粗略估计当年
仍有１５００万农村儿童处于贫困之中，数据来源于吕利
丹、阎芳、段成荣、程梦瑶： 《新世纪以来我国儿童

人口变动基本事实和发展挑战》，北京：《人口研究》，

２０１８年第３期，第６５～７８页；２０１８年，中国贫困残
疾人总数为１６９８万，数据来源于人民网－时政频道，
２０１９年，《２０１８年我国贫困残疾人数量由２８１万减少
到１６９８万》，ｈｔｔｐ：／／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ｐｅｏｐｌｅｃｏｍｃｎ／ｎ１／２０１９／
０５０９／ｃ１００１－３１０７６５７１ｈｔｍｌ。

作者简介：杨立雄，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保

障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　１００８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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